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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城市经济互动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之一。基于网络构建、模块度估计、变异系

数（CV）等方法，利用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部分支企业数据识别长江经济带边界效应的空间特征，继而从多维边界效

应、城市发展水平两大层面，构建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网络联系的多维机制定量分析框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

（ERGM）进行实证。研究发现：①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依然存在顽固的边界效应，且在不同行业表现不同。

②城市网络的分割发展特征是多维边界与城市发展水平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行政、政策、自然和文化等边界在其中

发挥着强弱不等的阻碍作用。城市发展水平是与边界效应相抗衡的推动力。③不同服务业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的异

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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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经济以及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活动的空间转移日益成为普遍的经济地理现象，并带来了城际联系和互

动的加深。在此背景下，城市网络逐渐成为地理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随着“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向，生产

性服务业因其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1］、轻资产、广就业等特点，以及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城际合作的潜力，成为城市网络研究

中最重要的媒介［2］。 

经济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往往经受各种阻力，由此产生“边界效应”。已有的边界效应研究多数集中在跨主权国家的商品价格、

市场分割与国际贸易等方面［3-4］，而对主权国家内部区域层面的边界效应的研究则明显不足［5］。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深入推

进，城市网络视角下的区域边界分割效应正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
［6-8］

。就中国而言，城际经济联系主要受到以下几方面影响：

①行政边界效应。这是得到广泛关注的主要效应，是跨区域经济要素流动重点针对的问题。“诸侯经济”思维的影响下，经济发

展与行政权力过度结合，形成分割严重的市场［9］，人流、物流、信息流受到阻碍，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迟缓。②政策边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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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为城市群等特定城市区域发展所制定的战略规划，其范围在学界仍存争议［10-11］，特别是不同政策范围的城市间合作可能会

受到影响。③自然边界效应。即便是交通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企业间访问、合作与贸易等都会因自然地理障碍的存在

而受限
［12-13］

。④文化边界效应。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信任能导致地区间贸易往来、投资等经济联系减少
［14-17］

，而文化认同感对促

进社会经济要素跨域流动具有持续的正面影响［18-19］。学者们借助 Probit模型［20］、OLS模型［21］、引力模型［4，22］、QAP回归［7］等方

法证实了行政、经济、文化、自然等多维边界效应对跨区域经济合作的综合影响。许和连［23］、李天籽［24］、余元春［25］等人利用

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等改良方法，在探究边界效应时尝试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等要素，证实城市的高发展水平对

区域经济联系存在促进作用。 

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其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是否能够跨越各类边

界的阻碍展开密切有效的互动、联系与结网
［7］

。长江经济带内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突破边界阻

碍，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①。但是长江经济带的边界效应研究中仍然存在部分缺憾：①在研究构架上，基于城市网络的边界效应

和城市节点发展水平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且研究主体的异质性没有得到进一步探讨。②在研究对象上，多数采用上市企业为

研究对象。中小企业体量虽小但市场反应灵敏且发展快，对城市经济的贡献愈加重要［26］，仅关注上市企业会遗漏重要信息。③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的边界效应测度模型没有很好地兼顾关联变量和属性变量的关系，在对复杂变量的分析能力上有所不足。 

故而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如何从企业联系角度量化分析城市网络的边界效应及其多维形成机制？研究以基于生产性服务业

的城市网络来表征城际经济联系，兼顾城际关联属性和城市节点属性来刻画其边界效应，探究其形成的多维机制，并精确识别

形成机制在不同行业中的差异性。本文期望丰富对区域经济网络形成的内在逻辑的认知，并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所涉及的 2个直辖市和 12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使用截至 2018年生产性服务业所

有开设总部分支机构的现存企业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启信宝的工商数据，根据研究需要提取企业总部及分支公司名称、细分

行业类型、地址等字段。鉴于所得数据行业类型众多，先将其按照国家统计局 2015 年颁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标准中的 10 个

大类进行归类处理②2后进一步行业归类。需要说明的是，国际上通常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和一般生产性服务

业［27］。然而，一般生产性服务业仍包含众多行业，例如包括仓储、批发、运输等诞生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是较为传统和基础性

的服务行业；也包括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等发展于产业转型升级期，目前需求最为广阔、分布最为广泛的服务

行业。它们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服务的对象不同，空间分布规律也存在较大差异［2，28］。长江经济带内城市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差

异［29］，我们希望能更细致地探讨不同类型服务行业的城市网络现状及其机制的异质性表现，也期望更精准地为城市发展提出政

策建议。 

因此，本研究将一般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初级生产性服务业与中级生产性服务业。具体来说，将货物运输仓储和邮

政快递服务、批发经济代理服务、邮政快递服务三大类归为初级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初级服务业”），将节能与环保服务、

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归为中级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中级服务业”），

将知识技术密集型特征明显的研发设计与其它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归为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以下简称“高级服务业”）。

最终得到生产性服务业全行业（以下简称“全行业”）40859 家企业数据，总公司 16310 家，分支机构 24549 家。其中，初级服

务业共 6782 家，总公司 2755 家，分支机构 4027 家；中级服务业 19170 家，总公司 7578 家，分支机构 11592 家；高级服务业

14907家，总公司 5977家，分支机构 8930家。 

2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2
①在本文中，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和外延是一致的，不做特别区分。 

②10大类分别为研发设计与其它技术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

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批发经济代理服务和生产性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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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研究框架 

本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不仅存在着直观的省际边界效应，亦可能存在其他多维度边界效应，这种空间现象是城

际关联属性和城市节点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多维边界共同构成城际联系的“阻力”，而城市发展水平则是促进城际联系

的“推力”。在阻力强于推力的情况下，城市网络的边界效应凸显；反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得以加强。为了识别边界效应和分析

多维机制，本文构建了研究框架（图 1）。首先运用多种网络分析方法来刻画多维边界效应，继而明确“阻力”和“推力”两大

系统的维度和内涵，采用 ERGM模型探究城市网络的多维影响机制，最后针对这种机制的行业异质性做出进一步探讨。 

 

图 1研究框架 

2.2研究方法 

2.2.1基于企业的城市网络构建 

本文采用城市联系强度指标构建无向有值网络，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Cij 为城市 i 与城市 j 的联系强度；Lij 表示位于城市 i 的总公司在城市 j 设置分公司的数量；Lji 表示位于城市 j

的总公司在城市 i设置分公司的数量。 

2.2.2网络集团特征 

①模块度分析。Girvan 等在边介数基础上提出的 GN 算法［30］掀起了社团发现研究的热潮，由此衍生出了多种复杂网络社团

发现算法，其中模块度 Q 值应用最为广泛，在中等规模的网络研究中，具有高效准确的优越性。该方法可以将长江经济带所有

城市统筹到一个整体来考虑，不加主观干预地通过探索城市间亲疏关系来验证边界效应。Q值计算方法如下： 



 

 4 

 

式中：n表示目标社团个数；lm表示社团 m内部网络联系数；dm为社团 m与各节点的网络联系数；L为网络联系总数。Q值

通常范围为 0.3~0.7，数值越高，区域的模块分割特征越显著。一般认为大于 0.44时，网络模块化程度显著。 

②变异系数。为揭示组团内部网络特征，采用变异系数作为指标来衡量模块集团内部网络的整体空间差异状态。变异系数

可以消除尺度、量纲等的影响，较为客观地评价数据离散程度。系数越大，差异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CV是组团内部各城市联系强度的变异系数；yi是 i城市的对内联系强度；n是城市个数；-y是组团内城市联系强度

平均数。 

2.2.3 ERGM模型 

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是一种常应用于研究社会网络生成机制的方法［31］。该方法可以通过模型仿真，检测真实网络结构

与解释变量之间的拟合度。模型估计值与真实网络观测值拟合度高，假设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好，反之则需要重新设置变量，最

终实现对最优拟合优度模型的判别。一般回归模型属于判别模型，而 ERGM是一种生成模型，可用于解释网络关系的形成是源于

节点属性、网络自组织结构效应或外生网络因素［31］，对复杂的、多类型的变量处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该模型采用R语言的Statnet

包进行处理，研究有值网络的一般表达式如下： 

 

式中：Pr(Y=y;θ)表示 y在模拟网络 Y中出现的概率；y是实际观测网络；Y是通过 ERGM构建的网络结构；H为影响网络形

成的因素；θ为网络中的参数估计；g(y)是与θ对应的网络统计量，如节点属性统计量，网络协变量统计量等；k是保证方程符

合概率分布的常数。具体来说，θ的估计值为正负时，分别表示实际网络与模拟网络相吻合的概率增加或减小。模型通过马尔

可夫链蒙特卡罗（Marcov Chain Monte Carlo，MCMC）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和检验，拟合优度用 AIC 和 BIC 来表示，数值

越小，拟合优度越高。 

用θ参数来衡量边界效应时，当θ为负值，则跨越边界比在界限内形成联系网络的概率低 1-exp(θ)，说明存在边界效应；

当θ为正时，跨越边界比在界限内形成联系网络的概率高 exp(θ)-1。当θ作为节点属性变量的参数时，符号为正，则相应变量

每增加 1个单位，形成该网络的概率增加 exp(θ)-1，反之概率减小 1-exp(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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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网络的边界效应识别 

3.1初始模块分析 

构建了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后，通过模块度分析可以揭示出城市间组团发展的空间现象，进而初步识别边界效应。在 Gephi

中利用模块度估计功能对 128 个城市进行集团划分，属于同一集团的城市用相同的颜色表示（图 2）。当解析数为 1 时，Q 值为

0.546，模块划分效果最好。此时，长江经济带被划分为 9个模块集团，除去上海和重庆两个直辖市，各模块集团的范围与省级

行政区划高度一致。反映了省内网络的紧密度高、省际边界效应显著的特征。分行业与全行业的模块划分结果基本一致，初级、

中级、高级服务业的 Q值分别为 0.454、0.490和 0.552，均大于 0.44，说明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都具有明显的省际分割

现象。 

 

图 2全行业网络模块度分析 

3.2次级模块分析 

理论上讲，在 Gephi 中，解析数越高，模块数越少，在符合模块度要求的前提下提高解析数有助于进一步观测和检验边界

效应特征（图 3）。从全行业看，当解析数为 2时，全行业的 Q值为 0.44，模块划分效应也较为理想，此时原来的 9个模块集团

减少为 5 个。模块集团的范围与省级行政单元的一致性减弱。除湖北、江西仍然保持较强独立性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属于同一模块，四川、云南和重庆属于同一模块，贵州和湖南合并为一个模块，这种组合形式与城市群发展、地形地貌特征等

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表明研究区不仅存在省际分割发展现象，也可能受到其他类型边界的影响。分行业存在一定差异，初级服

务业 Q值低于 0.4，模块化效果不明显，中级和高级服务业的 Q值大于 0.4，分别被划为 6个和 5个模块，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

安徽、云南和贵州所属模块集团。 

3.3模块内部差异 

各组团内部的联系强度差异也有助于进一步识别边界效应。基于初级模块划分结果，采用变异系数来揭示各省级行政单元

内部的差异性（图 4）。各省份内部联系强度的变异系数均在 0.5以上，除江苏、浙江外，其他省份各行业 CV几乎全达到 1以上，

属于高变异强度。以上表明即使在同一省级行政单元内部，各城市网络联系强度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且这种差异大体表现为由

东部沿海向内陆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城市网络的分割发展特征可能与自然、文化、政策、城市发展水平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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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密切相关。 

以上分析基本可以推断，边界效应具有多维性，有必要结合多维边界和要素来进一步分析，探寻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的

多维形成机制。 

 

图 3各类服务业二次模块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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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各类服务业省内联系的变异系数 

4 基于 ERGM 模型的多维机制分析 

4.1变量选择 

多维机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是多维度的，二是边界效应本身就是多维度的。由于本研究采用

的是有值无向网络，且考虑到网络密度不高，受网络内生结构影响的可能性不大，故暂不考虑该因素，主要考虑网络协变量和

节点属性变量（表 1）。 

表 1 ERGM 模型变量选择 

变量名 内涵 示意 统计量 假设检验 

Edgecov 网络协变量 
  

某种关系的存在影响城市经济联系网络 

Nodecov 点协变量 
  

某属性强的城市是否更容易与其它城市发生联系 

 

4.1.1网络协变量 

由于边界的表达采用矩阵形式，这里的网络协变量表示城际关联属性，即多维边界：①行政边界。以行政边界效应为主效

应，用省级行政边界来界定。②政策边界。以长江经济带范围内的几大主要城市群来界定。③自然边界。将自然边界分为地形

边界与河流边界两部分，其中地形边界依据地貌区来界定；河流边界主要考虑是否跨越长江而定。④文化边界。主要分为两部

分：方言边界参照方言所属片区界定，民族边界参照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区界定（表 2）。网络协变量参数为负值时，说明存在边

界效应。此外，本研究引入地理距离（X13）作为基础控制变量，使边界效应的测度排除地理距离的影响。 

表 2边界指标、数据来源与说明 

边界类型 边界名称 数据来源 网络构建 说明 

行政边界 省际边界（X1） 《中国行政区划图》 
两城市跨越省份，记为 1;同属

一个省份，记为 0 

长江经济带包括 9个省份，2个

直辖市 

政策边界 
城市群边界

（X2）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长江

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成渝城市群

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 

两城市分别属于不同城市群，

记为 1;同属一个城市群，记为

0 

研究区内主要包括长江三角洲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

市群和其它地区 3个大型城市群 

自然边界 
地形边界（X3） 

河流边界（X4） 
《中国地貌区划图》 

两城市分别属于不同地貌区，

记为 1，同属一个地貌区，记

为 0两城市处于长江不同侧，

记为 1，处于长江同侧，记为 0 

研究区主要包括 6个主要地形地

貌区 

长江以北片区，长江以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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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边界 
方言边界（X5） 

民族边界（X6） 

《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 

《中国民族分布地图》 

两城市所处不同方言片区，记

为 1，同属一个方言片区，记

为 0 

两城市分布的主要民族不同，

记为 1。同属一个民族区，记

为 0 

研究区内主要包括湘语、赣语、

徽语、吴语、中原官话、江淮官

话、西南官话、客家话和其它 9

个方言片区研究区内主要分布有

藏族、羌族、彝族等 13个少数民

族聚居区 

 

4.1.2节点属性变量 

节点属性即城市发展水平。生产性服务业被证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等

因素的正面影响［33-34］，因此本文将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城市发展水平概括为三个方面综合考虑：①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X7）和城镇化率（X8）来表示。②科技教育水平。科技教育水平主要反映劳动力素质和城市科技水平，分别用大学（大专）

及以上受教育人口比重（X9）和人均专利授权数量（X10）表示。③信息化水平。通信和互联网发展情况通常能够反映城市信息

化水平，选取人均邮电业务总量（X11）和每万人固定宽带用户数（X12）表示。考虑到影响发生的滞后性，相关数据主要来自

2017年各市统计年鉴。 

4.2 ERGM估计结果 

4.2.1全行业结果 

①省际边界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模型 1是仅包含省际边界及控制变量距离的基准模型，模型 2是包含所有边界的模型，

拟合优度明显提升，而省际行政边界效应保持显著为负，这验证了研究假设，即省际边界效应仍然是服务业城际联系受限的重

要空间现象。 

②城市网络的分派化发展现状是多维边界效应的“阻力”与城市发展水平的“推力”综合塑造下的结果（图 5），同样验证

了研究假设。模型 3在模型 2的基础上加入了节点属性变量，是多维机制探讨的最终模型，拟合度大幅提升。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多维边界效应对服务业城际联系具有阻碍作用。模型 3的估计结果显示，除河流边界效应没有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

解释力不强外，各类边界效应参数估计均显著为负，在城市网络形成中发挥阻碍作用。第一，行政边界效应显著。地方行政管

辖权仍然影响着城市网络结构状态。即使中央政府努力促进经济要素的流动，市场分割在各个省行政单元之间仍然存在。第二，

政策边界效应显著。特定政策环境下确实形成了相对紧密的城市联系，如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但是

在宏观经济区域层面上，对城市群之间、城市群与非城市群地区之间互动的具体政策支持有待加强。第三，自然边界中的地形

边界效应明显。从行业属性上来看，大部分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运营仍依赖于“面对面”接触［1］。而地形条件直接影响了面

对面接触的交通成本，这种障碍比河流屏障更难以克服。第四，文化边界效应中的方言边界效应解释力强于民族边界效应。在

单一国家的区域尺度内，文化差异尤其是语言差异亦会阻碍地区间业务往来，许多企业会选择规避沟通所带来的风险和沉没成

本。 

其次，城市发展水平进步对服务业城际联系具有推动作用。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仅是网络化经济影响下的结果，同时也是推

动网络联系的推动力。城市发展水平指标 X7-X12的参数均显著为正，即经济发展、科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

于推动城际联系。其中，人均 GDP、城镇化率、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人均邮电业务量和人均固定宽带用户数均通过了 1%的显著

水平检验，对城际联系的拉动作用更强。人均专利授权数没有通过 5%的显著水平检验，分析可能与行业差异有关。高级服务业

数量占比有限，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对科学技术并没有强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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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现阶段多维边界效应的“阻力”凸显，而大多数城市发展“推力”尚显不足，导致边界效应显现。 

表 3全行业 ERGM结果 

  
基准模型 

（模型 1） 

多维边界变量 

（模型 2） 

综合模型 

（模型 3） 

Edgecov省际边界 X1 -1.52*** -0.09* -1.03*** 

Edgecov城市群边界 X2  -1.07*** -0.93*** 

Edgecov地形边界 X3  -1.51*** -1.22*** 

Edgecov河流边界 X4  0.12** -0.06* 

Edgecov方言边界 X5  -0.62*** -0.91*** 

Edgecov民族边界 X6  -1.33*** -0.16** 

Nodecov经济发展水平 X7   0.73*** 

 X8   2.41*** 

Nodecov科技教育水平 X9   1.18*** 

 X10   0.09* 

Nodecov信息化水平 X11   1.11*** 

 X12   0.40*** 

Edgecov距离网络 X13 0.81*** 1.08*** 1.04*** 

AIC  -14610 -16729 -21843 

BIC  -14589 -16673 -21745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4.2.2分行业结果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存在多维影响机制，那么不同行业类型的形成机制上是否有所差异？有怎样的差异？本文进

一步对初级服务业（模型 1）、中级服务业（模型 2）、高级服务业（模型 3）进行参数估计（表 4）。综合模型相比于基准模型均

有较好的拟合度。 

表 4分行业 ERGM 结果 

  基准模型 1 综合模型 1 基准模型 2 综合模型 2 基准模型 3 综合模型 3 

Edgecov省际边界 X1 -1.00*** -1.23*** -1.40*** -0.75*** -1.42*** -0.86*** 

Edgecov城市群边界 X2  0.11  -1.04***  -1.13*** 

Edgecov地形边界 X3  -1.12**  -1.52***  -1.20*** 

Edgecov河流边界 X4  -0.04  -0.07*  -0.14* 

Edgecov方言边界 X5  -0.40***  -0.70***  -0.92*** 

Edgecov民族边界 X6  0.24*  -0.17**  -0.05** 

Nodecov经济发展水平 X7  2.62***  0.89***  0.99*** 

 X8  0.49***  2.13***  2.84*** 

Nodecov科技教育水平 X9  1.00**  1.1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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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0  0.36*  0.06*  0.42*** 

Nodecov信息化水平 X11  -0.30*  1.18***  0.91*** 

 X12  -0.22**  0.41***  0.16** 

Edgecov距离网络 X13 0.81*** -0.46*** 0.84*** 1.07*** 1.12*** 1.07*** 

AIC  -15 088 -15 248 -12 855 -16 945 14 415 -16 512 

BIC  -15 067 -15 150 -13 057 -16 847 14 359 -16 414 

 

注：***、**、*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分行业与全行业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这里主要就分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做重点分析（图 5）。 

 

图 5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网络的边界效应形成机制 

①初级服务业。初级服务业的差异较为明显，在阻力方面，城市群边界效应和民族边界效应未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一方

面与企业数量少、网络密度极低有关，另一方面初级服务业是最早起步，发展和需求都较为基础和稳定的行业，受宏观区域政

策和民族差异影响不明显。在推力方面，信息化水平中的人均固定宽带用户数指标出现了显著为负的情况。近年来电子商务的

发展使得仓储、批发等初级服务业受到巨大的影响。诸多中小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并不倾向于外地办分公司，而是

通过网商和物流扩张企业运营腹地。 

②中级服务业。中级服务业体量最大，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主流。其估计结果与全行业的最为相似。除了存在多维边界效应

的阻力之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推力方面受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显著，而人均专利授权数指标显著性弱。节能与环保服务、

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和人力资源管理与培训服务等行业极其依赖于人力资本，既对劳动力素质有一定的要求，又不完全

依赖高精尖人才，能广泛带动就业，这是重要的原因。 

③高级服务业。其阻力与全行业基本一致，差别主要在推力。科技教育水平指标全部通过 1%的显著水平检验，说明提高人

口文化水平，高度重视高等教育、重视科技人才培养和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可以有效促进高级服务业城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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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结论 

本文将各类边界效应和城市发展水平要素纳入统一的分析体系，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城市网络的边界效应识别

和多维机制分析的框架，从削弱“阻力”、增强“推力”两方面来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和突破路径。主要研究结论

如下： 

①通过模块度估计与识别分析，研究发现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呈现出显著的模块化与分派化的网络特征。 

②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现状是多维边界的“阻力”与城市发展水平的“推力”共同塑造的结果，“推力”难以突破

“阻力”导致了边界效应凸显的空间现象。整体来讲，一方面，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依然受到省际行政边界的顽固阻

挠，各类服务业省内城市间的“集团化”发展特征明显。往往被忽视的政策、自然和文化等边界效应也与省际行政边界共同构

成了复杂的空间屏障。这一结论证实了即便在主权国家内部的区域尺度上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仍然受到多维边界效应

的制约，这与大尺度地域范围研究中“边界效应是多维度的”
［7，22-25］

的既有结论基本一致。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城市发展水平

这一节点属性，与边界效应的阻力相反，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未来提高城市发展水平能

有效推动城市更加有效地融入城市网络。 

③不同服务业网络联系的影响机制有所差异。初级服务业仅受城市群边界和民族边界的阻碍效应不明显，其它边界效应的

阻力显著，城际网络联系的推力主要来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中级服务业和高级服务业受多维边界效应的阻力明显，中级服务

业的网络联系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水平等方面，并不明显依赖于城市科技水平；而城市科技水平对高

级服务业的城际联系具有更强的推动作用［35］。因此，提高当地教育水平培养高技术人才，促进科技转化对高级服务业城市网络

的形成至关重要。 

5.2讨论 

研究结论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下建议：第一，避免边界效应强化。①防止基于行政区划的地方保护主义过度蔓延。政

府应该加强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以促进跨行政区的经济联系。②关注政策边界，注重不同尺度空间战略规划在时间和空间

上的衔接与协调［10］，引导经济在更广阔的空间中形成互动。③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投入［36］，尤其针对地形复杂的落后地区，

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的一体化建设，突破地理屏障限制。④加强普通话普及教育，推动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第二，

提升城市能级和发展水平。注重经济增长、提升科教水平、加强信息化建设，推动城市网络的形成。第三，尊重行业异质性。

依据城市发展不同阶段与产业现状，制定多层次的、精准的市场一体化产业政策。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所用数据是截至 2018年的企业横截面数据，虽然数据微观且完整，但对城市网络发展趋

势的观测受限。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尝试与其他大数据源相匹配结合，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其次，目前的研究数据主要考

虑了企业的数量，虽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区域经济联系现状，但与真实情况仍存在一定差距。利用企业规模信息，如收入、利润、

员工数等，能使边界效应的研究结果更贴近实际，但准确完整的规模数据获取途径尚有待探索。最后，在机制分析方面，由于

网络型数据表达形式和样本量限制，未能对各个省份内部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因此，今后的研究可利用时间序列的企业规模

数据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并进一步探究微观尺度上具体行业与具体区域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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